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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贸易视角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母国效应研究 
文献综述 

 

随着国际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效应日益受到国

内外学者的关注。部分学者从贸易、产业结构、就业、技术进步等多个维度出发，分析对外

直接投资对母国宏观经济带来的综合效应（Kokko，2006；李京晓，2013；陆书哲，2017），

更多的学者则是选择其中一个维度进行深入探讨。本文第一部分主要回顾对外直接投资的母

国就业效应、产业发展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贸易效应的相关研究将在第二部分单独回顾。 

一、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综合效应研究 

（一）就业效应 

对于对外直接投资如何影响母国就业，学术界尚未形成较成熟的理论，但大量实证研究

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可能产生替代效应和促进效应，并影响就业结构。 

1.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产生替代效应 

持替代效应观点的学者普遍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带来的出口增加并不足以弥补对国内投

资和消费的挤压，进而对母国就业产生替代效应，但这种替代效应并非一成不变。从时间维

度看，对外直接投资在短期内对母国就业产生替代效应，而在长期则扩大了母国就业规模。

Slaughter（1995）利用美国 1977-1989 年 32 个行业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假设短期内企业资本

固定，通过调整劳动力需求促使生产利润最大化，长期内所有生产要素均可进行调节，并加

入时间因素分析东道国工资变化对美国就业的影响，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在短期内缩小美国就

业规模，而长期则扩大了美国就业规模。 

从国别差异看，国家间收入水平的差距会影响对外直接投资母国就业效应。Brainard 和

Riker（1997）研究发现东道国的工资替代弹性会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就业作用，在工资

替代弹性较小的国家投资，对母国就业的替代作用小；而在工资替代弹性较大的国家，特别

是新兴国家投资，对美国就业替代作用较大。Braconier 和 Ekholom（2000）基于欧洲企业的

研究发现，在收入水平较高地区的投资对欧洲地区就业有替代作用，而在收入水平较低地区

投资的就业替代作用不显著。Wagner（2006）基于英国、Becker 等（2005）基于德国对外直

接投资 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 

2.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产生促进效应 

有学者基于行业、企业和地域角度的实证分析，得出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母国就业的结论。

从行业角度看，Lipey（2003）通过对日本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和国内就业关系的考察，发现

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显著增加了日本的就业岗位。Chen 和 Ku（2005）对台湾制造业的考察

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正负两方面效应，一是通过提高生产率减少台湾当地就业，二是通

过扩大产出增加对台湾地区劳动力需求，总体上，对外直接投资对台湾制造业有显著的促进



作用。 

相反，Braconier 和 Ekholm（2001）基于美国的研究则发现，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减少了

母国就业需求，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增加了母国就业需求，尤其是提高了科技人员和企业管

理人员在就业中的占比。蒋冠宏（2016）基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发现，与其他类型相比，

商贸服务类投资显著促进了母国的就业增长，且投资高收入国家的就业促进效应更明显。 

从微观企业角度看，Harrison 和 Mc-millan（2006）基于美国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发现垂直型对外直接投资减少了母国就业规模，且与东道国收入水平无关；而水平型对外直

接投资对就业有拉动作用，且与东道国收入水平有关，对低收入国家的水平型对外直接投资

对母国就业拉动作用显著，对高收入国家的投资则作用不显著。Masso（2008）通过对爱沙尼

亚企业的考察，发现母国企业与子公司就业存在相互促进关系，且这种促进关系在服务业中

更为显著。 

国内研究方面，张婷婷（2006）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模型，以湖北省对外直接投

资企业为研究对象，发现开展对外投资的企业与未进行对外投资的企业相比，前者对于就业

的促进作用较大。李磊等（2016）对中国企业的考察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就业产生了显

著促进作用，但不同投资动机类型对就业影响存在差异，企业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对母

公司的就业效应受行业类别的影响，而水平型对外直接投资和垂直型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公司

的就业效应，受投资目的地国家收入水平、中间品进出口以及最终品进出口的影响。 

从地域角度看，对外直接投资对就业结构的影响还与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关。Head

和 Ries（2002）的研究发现，日本在低收入国家的投资提高了母国劳动技术密集度，但这种

正向作用随着投资向高收入国家转移而逐渐消失。Navaretti 和 Castellani（2010）对意大利和

法国的研究发现，在不同地区投资对母国就业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在收入水平较低的地区

投资，短期内对母国的就业效应不显著，但长期将增加母国产出进而增加就业。 

部分国内学者采用省际面板数据展开实证分析，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就业的创造效

应总体上大于替代效应，但存在省际差异。姜亚鹏和王飞（2012）利用省际面板数据，发现

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有促进作用，东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本地区存在一定替代作用，中西

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则对本地区就业有较大拉动作用。张建刚等（2013）以 30 个省份

2003-2010 年的面板数据考察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就业效应及各地区间差异，发现对外直接

投资对母国就业的创造效应大于替代效应。廖庆梅（2017）利用 2003-2012 年的省级面板数

据，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各地区就业均有显著促进作用，对于中西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

大。 

3. 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母国就业结构 

对外直接投资不仅影响母国就业数量，也影响母国就业结构。Hanson 等（2003）基于美

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减少了美国国内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了对

熟练劳动力的需求。Hijzen 等（2005）将新古典贸易模型进行扩展，对英国 1982-1996 年对

外直接投资数据进行分析，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减少了国内对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也有学者



基于瑞典和台湾的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均有增

加，但熟练劳动力的增加幅度更大（Bandick 和 Karpaty，2007；Chen 和 Ku，2005）。 

对外直接投资对就业结构的影响还与东道国的收入水平有关。Simpson（2012）利用英国

企业微观数据，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如何影响国内就业结构，发现在低收入国家的投资减少

了英国国内非熟练劳动力，但增加了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Elia 和 Mariotti（2009）基于意大

利的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减少了母国对低技术劳动力的需求，同时在高收入国家的投资

还降低了母国国内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 

（二）产业发展效应 

对于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学者从正负两方面出发，实证检验了对

外直接投资可能导致的母国产业结构升级（正面）效应和母国产业空心化（负面）效应。 

1. 关于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产业结构升级的研究 

大部分学者的研究表明，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母国产业结构升级。但也有部分学者持相

反观点，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甚至产生了抑制作用。 

（1）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母国产业结构升级 

欧美发达国家最先关注对外直接投资对于母国产业发展的影响，学者基于发达国家的实

证研究发现，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转移相对落后的产业，能够促进母国的产业结构升级。Bergsten

等（1978）利用 1965-1971 年美国 75 个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检验对外直接投资对美国

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美国国内的产业升级。Dunning（1981）

通过对英国的实证分析得出，英国通过对外投资转移本国相对落后的产业，不仅没有使本国

出口规模减少，反而促进了本国产业的转型升级。Deschryvere 等（2013）利用芬兰的相关数

据验证了企业的对外绿地投资对母国企业研发成本、研发劳动再分配的影响，并进一步证实

了其对母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新兴工业化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迅速扩大，不少学者的研究对

象转向日本、韩国等，认为对外直接投资促使母国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由低级向高级发展。

Blomstrom 等（2000）利用日本海外企业的相关数据，验证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之间的

关系，发现日本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大促进了日本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进而实现产

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进程。Liang 和 Bing（2011）基于韩国的研究也证实，韩国对外

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大促进了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新兴工业化国家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得技术、人才等战略资产，促进母国生产率提高，

从而间接带动母国产业升级。Amighini 和 Rabellotti（2010）的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通过对

外直接投资获得新技术进而带动母国产业升级，对外直接投资带来的逆向技术溢出是发展中

国家实现技术追赶的重要渠道之一。Herzer（2011）通过使用 33 个发展中国家 1980-2005 年

建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实证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产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

发现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能够促进其产业 TFP 的提高。 



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高速增长，学者开始关注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发展产生的

影响，部分学者从宏观层面证实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产业结构升级效应。郑磊（2012）基

于 2005-2009 年中国对东盟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采用灰色关联法分析对外直接投资的中国

产业结构的影响，发现中国对东盟技术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和市场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促进

了国内产业优化升级。王英和周蕾（2013）选取中国 2005-2011 年 29 个省的省际面板数据，

运用 GLS 方法实证分析发现，市场寻求型和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都显著促进了我国产业

结构升级，且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升级效应更为明显。潘素昆和袁然（2014）基

于 2003-2012 年中国对 58 个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数据进行的实证检验表明，对外直接投

资对我国产业升级作用存在滞后性，技术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升级的作用最明显，

市场寻求型和资源寻求型的产业升级效应则相对较小。 

也有学者从企业微观层面验证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及对异质性企业

的差异化影响。袁东等（2015）基于中国 2002-2008 年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考察对

外直接投资对母公司生产率的影响，发现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促进了母国企业生产率的提高，

且非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戴翔（2016）基于 2005-2009 年中

国工业企业数据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结论。叶娇和赵云鹏（2016）基于 2005-2007 年中国工

业企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母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且这种

效应在不同行业间存在差异。贾妮莎和申晨（2016）基于 2005-2007 年中国 522 家制造业企

业的实证研究显示，高中端技术制造业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显著促进了母国企业生产率

的提高，而低端技术企业这种促进作用不明显；企业对发达国家投资对产业升级作用较明显，

而对发展中国家投资则不显著。 

（2）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 

国际研究方面，Braconier 和 Ekholm（2001）基于瑞典企业和产业层面数据，认为对外直

接投资对母国企业的生产率的提高并未产生显著促进作用。Falzoni 和 Grasseni（2005）基于

意大利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考察了不同投资目的地对于母国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结果表明，对发达国家的投资有利于母国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对落后国家的投资则不

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Hijzen 等（2006）基于日本 1995-2002 年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面板数

据，认为日本制造业对外投资对母国产业生产率的提高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Guerin 和 Dhyne

（2014）基于比利时 1998-2008 年微观调研数据进行研究，甚至得出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企

业生产率提高存在抑制作用，进而抑制产业升级的结论。 

国内研究方面，张远鹏和李玉杰（2014）基于我国 2003-2011 年宏观数据的研究发现，

虽然高技术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升级存在促进作用，但总体上对外直接投资的母

国产业升级效应不显著。赵伟和江东（2010）基于 2003-2007 年中国 10 个省市对外直接投资

与产业发展的面板数据的研究发现，由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整体规模较小，其对

国内产业优化升级的促进作用较小。朱彤和崔昊（2012）利用中国 1985-2008 年对外直接投

资数据，从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研发资金溢出和逆向人力资本溢出两个角度考察了对外直接

投资的逆向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不存在显著作



用。尹东东和张建清（2016）基于 2003-2012 年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杨晨（2017）基于 2008-2015 年数据，利用 OLS 模型的实证分析甚至得出对外直接投资抑制

国内产业升级的结论。 

2. 关于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空心化的研究 

对外直接投资是否会导致母国产业空心化，学术界存在着争议。部分学者认为对外直接

投资造成了母国的产业空心化，也有学者对上述观点持否定态度，认为对外直接投资不必然

导致母国产业空心化。 

（1）对外直接投资造成了母国的产业空心化 

Hewings 等（1998）运用投入产出法，基于美国芝加哥地区 9 大经济部门的数据展开实

证分析，发现实体产业生产逐渐被服务业替代，物质产品的供给更加依赖其他地区，即经济

结构进入了“空心化进程”。Minoru（2006）通过比较日本制造业就业人数与典型出口导向型

行业就业人数之间的关系后发现，制造业市场基地的向外转移形成了对国内制造业生产的替

代。Cowling 和 Tomlinson（2011）通过对日本机械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分析发现，二战

后日本大规模的海外投资战略队母国制造业为核心的物质生产产生了抑制作用，使得相关行

业的投资、就业和产出均出现了明显下降，制造业“离本土化”问题凸显。李兆磊等（2008）

通过对日本经济中的土地资源尾效研究发现，以土地为代表的自然资源的长期紧缺和价格泡

沫化，使得日本国内制造业的发展面临生产成本不断上升的制约，这造成日本经济的长期不

景气，也间接引起了日本国内产业空心化。 

（2）对外直接投资不必然导致母国产业空心化 

不同的产业空心化判断依据会产生不同的研究结果。Lin（2004）基于台湾制造业的研究

显示，若以制造业占 GDP 的比重衡量，对外直接投资会导致母国产业空心化；而如果进一步

考虑母国制造业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的变化，则对外直接投资并未引起产业空心化。Kim

（2007）也持类似观点，如果用对外直接投资净额、失业率、制造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比重等指标来衡量产业空心化时，研究结果显示对外直接投资并未导致台湾地区的产业空心

化。 

国内部分学者基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和产业发展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认为对外直接

投资尚未引起我国产业规模空心化和效率空心化问题，但随着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大，则

不排除空心化的可能。石柳和张捷（2013）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对 2004-2011 年广东省对外

直接投资和产业发展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对外直接投资还未引起产业空心化；但对

外直接投资存量与“效率空心化”指标之间较高的灰色关联度说明，未来广东省对外直接投

资存量的继续扩大可能导致空心化的产生。杨亚平和吴祝宏（2016）以 2003-2008 年我国 1273

家制造业企业为研究样本，考察了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带来的“去制造业”问题，发现我国

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尚未导致“去制造业”。林建勇（2018）通过主要成分分析法

构建了产业空心化指数，运用我国 29 个省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我国目前的对外直

接投资行为整体上不会导致产业空心化，但东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会导致东部地区产



业空心化。 

（三）技术溢出效应 

随着对外直接投资日益显现出技术寻求型特征，大量学者开展了关于对外直接投资逆向

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包括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是否存在、作用机理、影响因素等多方面内容。 

1. 对外直接投资是否产生了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1）对外直接投资存在逆向溢出效应 

国外学者最先对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展开研究，Koght 和 Chang（1991）以

1976-1987 年日本对美国 297 个行业的投资行为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检验证实了对外直接投

资存在逆向溢出效应，且认为最有利于获取美国先进技术溢出的进入方式是组建合资企业。

Lichtenber 和 Pottelsberghe（2001）在理论探索方面具有开创性，他们创立 L-P 模型，将通过

对外直接投资渠道获取的国外研发溢出纳入国际 R&D 溢出模型中（C-H 模型），以全要素生

产率（TFP）作为衡量母国技术进步的代理变量，发现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渠道获得的国外研

发溢出显著提升了母国的全要素生产率。 

而后，国内外学者在 L-P 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和研究，基于英国、日本、印度、中

国等不同国别的相关数据展开实证分析，同样证实了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Branstetter，2006；Driffield 等，2009；Pradhan 和 Singh，2009；Behera 和 Goldar，2012）。

陈强等（2016）对中国制造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等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进行实证分析，

发现 2003-2014 年中国对美国、欧盟等 36 个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对国

内 TFP 产生积极影响，但由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晚、技术获取型投资比例低，逆向技术

溢出较弱。 

在技术溢出的作用机理上，学者从不同角度探究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路径。梁文化和刘

宏（2017）认为对外直接投资通过研发费用分摊效应、研发成果反馈、产业集聚效应和人才

流动效应的复合作用，实现母国技术水平提升。杨连星和罗玉辉（2017）认为对外直接投资

可通过学习和赶超效应促进母国技术进步，学习效应推动企业由模仿创新向自主创新发展，

赶超效应促使企业致力于提升核心竞争力。尹东东和张建清（2016）认为，对外直接投资促

进技术进步的渠道还包括研发平台共享、利用国外研发设施和成果等。赵宸宇和李雪松（2017）

从理论上归纳出对外直接投资技术进步效应的 4 点作用机理：投资收益机制、逆向技术溢出

效应、海外市场竞争机制和非技术渠道。 

（2）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溢出效应不显著 

部分学者的实证研究表明，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溢出效应不显著。如 Bitzer 和 Kerekes

（2008）基于 17 个 OECD 国家 1973-2000 年产业层面数据的研究、Dhyne 和 Guerin（2012）

对比利时跨国公司的研究、白洁（2009）基于中国 1985-2006 年对 14 个主要国家投资的研究，

均得出对外直接投资未对技术进步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刘明霞（2010）利用 2002-2007 年

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以专利数表征创新能力，发现在短期内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对



各种专利类型都有积极影响，但长期来看，对外直接投资仅对技术含量较低的外观设计专利

数有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付海燕（2014）基于 10 个典型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发现，印度和俄罗

斯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明显，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对外直接投资

的溢出效应甚微。 

2.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 

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受多种因素影响而存在差异。综合技术吸收能力是重要的

影响因素之一，学者通常用研发强度、人力资本、金融发展、技术差距和对外开放程度等指

标来衡量。李梅和柳士昌（2012）基于 2003-2009 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发现上述指标均对

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产生正影响，且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杜金涛和腾飞（2015）

基于 L-P 模型引进吸收能力因素，利用 1985-2013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

分析，发现人力资本、研发强度和技术差距等吸收能力因素都会对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

溢出产生影响。 

我国的综合技术吸收能力存在地区差异。吴书胜（2015）采用面板平滑转换模型（PSTR）

展开研究，发现东部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研发强度、人力资本等方面具有优势，更容易从

对外直接投资中获得逆向溢出效应，而中西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则不明

显。李梅等（2014）运用 2003-2011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省际面板数据，发现母国制度环境

对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东部地区良好的制度环境有力地

促进了该区域企业逆向技术溢出的实现，而中西部地区的制度环境在促进逆向技术溢出方面

仍有待改善。 

融资约束和金融发展水平是影响对外直接投资技术逆向溢出的重要因素。罗军（2017）

利用企业微观数据和门槛回归模型，并以融资约束为门槛变量，发现不同融资约束情形下，

对外直接投资对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差异，当企业受到融资约束压力较小时，对外

直接投资对企业技术创新有明显促进作用，融资约束较大时则不显著。殷朝华等（2017）利

用 2004-2014 年省际面板数据，基于门槛回归模型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自主创新的影

响存在基于金融发展的双门槛效应，当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大于较低门槛值时，对外直接投资

对自主创新存在正向影响，当金融发展水平大于较高门槛值时，正向促进作用更加显著。 

东道国差异也是影响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沙文兵（2014）基于

2004-2010 年美国、澳大利亚等 12 个国家和地区的研究显示，逆向技术溢出与东道国创新水

平、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正相关，与文化差异负相关。蔡东青、刘厚俊（2012）侧重于东道国

制度环境，认为东道国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高效的公共治理和完善的技术市场体制能显著

促进逆向技术溢出。 

二、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 

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是世界经济领域的经典问题，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从

投资对贸易的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条件效应等角度出发，不断对两者关系进行探讨，取得



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一）关于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规模效应研究 

学者最早关注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规模的影响，大体可分为替代关系、互补关系及关系

不确定。 

1. 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是替代关系 

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替代关系是指，增加贸易障碍会引发资本要素的流动，而限

制资本流动则会促进贸易的发展。早期学者从不同理论出发，得出投资与贸易的替代关系。 

完全替代论强调资本的跨国流动将消除国家间的要素禀赋差异，导致国际贸易和国际资

本流动相互替代。Mundell（1957）最早研究投资与贸易之间的关系，他放松了 H-O 定理中

要素不可流动的假设，指出存在关税壁垒的情况下，如果两国的生产函数相同，对外直接投

资与贸易是相互替代的关系。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对外投资和国际贸易是企业在不同阶段所采取的不同战略决策，

且投资是比贸易更高阶段的企业行为。Vernon（1996）从比较优势的动态转移角度对美国对

外直接投资进行研究，指出在产品“创新期、成长、标准化时期”的阶段性发展过程中，长

期对外直接投资会逐渐替代原有的出口贸易。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同样支持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是替代关系，认为企业对外投资存

在内部化优势，在东道国生产和销售替代了原本母国的出口（Dunning，1979，1988）。该理

论在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基础上，将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及区位优势纳入到一个框

架下，研究企业开展对外经营行为，并假设利润最大化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唯一目标。随着企

业跨国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各方面优势的不断积累，在区位优势以及所有权优势的有机

结合下，对外直接投资汇逐渐替代一国的出口贸易。 

也有国内外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进一步考察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替代关系。Horst

（1972）从宏观视角出发，以美国、加拿大双边贸易投资为研究对象，指出在关税影响下，

美对加的对外直接投资会替代美加贸易发展。Helpman et al.（2004）将分析视角拓展至多国，

利用 38 个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数据进行分析，得出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会替代该国的出

口贸易。Belderbosa 和 Sleuwaegen（1998）从微观企业视角出发，利用 500 余家日本企业的

对外直接投资和贸易数据进行分析，指出在贸易壁垒限制情况下，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有替

代效应。Gopinath（1999）从行业视角出发，通过分析 1982-1994 年美国食品加工业企业对外

直接投资额与其出口额的关系，指出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呈负相关（即替代）的关系。 

2. 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是互补关系 

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互补关系主要指，对外直接投资能够在母国和东道国之间创

造新的贸易机会，从而扩大两国的贸易规模。有关投资对贸易的创造效应的研究以 Kojima 的

边际产业转移理论为发端，认为对外投资可以重塑母国与东道国的比较优势，从而带动两国



贸易量的增加（Kojima,1978）。该理论是 Kojima 根据日本企业对外投资的特点，在传统对外

贸易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该理论放松了两国生产函数相同的假设，认为一国对另

一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不仅仅是资本的国际转移，还包括技术、管理经验等无形资产的

整体转移。 

随着跨国公司的蓬勃发展，产生了以 Helpman 和 Krugman（1985）等学者为代表的新贸

易理论。该理论进一步将规模经济及产品差异化等非市场因素引入到传统的一般均衡模型来

解释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二者间的关系，并从中间品贸易的角度出发，强调跨国公司按

照成本优化的原则进行全球生产布局，可以增加中间产品的企业内贸易，体现出投资对贸易

的创造效应。由于跨国公司的整个生产链包括本国的“总部生产”以及分布在其他国家的“分

链条”两部分，在国与国之间要素禀赋差异很小的情况下，跨国公司完全可以将产品的整条

生产链都置于“总部生产”的链条之下进行一体化生产，其贸易结果是一国出口本国所生产

的部分差异性产品，同时从另一国进口部分同质产品。 

在实证分析方面，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先后有学者采用美国、奥地利、瑞典、日本、

韩国、中国等经济体的贸易投资数据，证实了对外直接投资能够显著促进母国对外贸易的发

展。 

这其中既有学者从宏观角度出发，采用国别贸易投资数据进行研究。Lipsey 和 Weiss

（1981）将东道国分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研究美国对这两类国家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

指出对上述两类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都是促进的。Eaton 和 Tamura（1996）利用

1985-1990 年日本对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与贸易额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日本的对外直

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呈现相互促进的关系。项本武（2006）采用引力模型，分别从出口和进口

的角度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的影响，指出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具有创造的效

应，对外直接投资会带动原材料、机器设备等的出口；但对于进口而言，对外直接投资的扩

大往往会较少进口规模。边婧（2019）基于 2003-2016 年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

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展开研究，发现总体上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进口效应和出口效应均为正，

但对于不同经济的作用不尽相同，对新兴经济体投资具有显著的出口促进作用，而对非新兴

经济体投资具有显著的进口促进作用。 

也有学者从微观视角出发，采用企业层面的贸易投资数据进行研究。Lim 和 Moon（2001）

选取韩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贸易的相关数据，指出在发展中国家建立子公司会显著带动产

品的出口贸易。蒋冠宏和蒋殿春（2014）考虑到企业的异质性理论，利用 2005-2007 年中国

对外直接投资微观企业数据，运用倾向值匹配和倍差法进行实证分析，指出中国企业的对外

直接投资整体上促进了出口，其中商贸服务型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毛琪淋和

许家云（2014）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进行实证分析，

指出对外直接投资不仅扩大了企业的出口规模，还提高了企业出口的概率。 

还有选取行业层面的投资和贸易数据进行求证。Pfaffermayr（1994）基于奥地利制造业

对外直接投资和贸易数据进行分析，指出奥地利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能够显著促进其对外



贸易的发展。任丽丽（2013）基于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和贸易的面板数据，发现制造业

对外直接投资对制造业进口和出口都有显著积极影响，且对中国初级产品和制成品的产业内

贸易指数影响均为反向。韩家彬和贺洋（2019）探讨了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出口效应，

基于 2003-2017 年全球 30 个国家的面板数据，以系统 GMM 估计和门槛回归的方法，发现农

业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上具有贸易创造效应，且不同国家的贸易效应具有异质性，经济发展对

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存在单一门槛，呈现倒“U”型特征。 

3. 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不确定 

随着对投资与贸易关系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对外贸

易的影响既不是单纯的替代效应，也不是简单的互补效应，而是两者的综合效果，也与研究

方法和角度有关。 

一是从投资动机角度出发，研究了资源寻求型、市场寻求型、效率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

产生会产生不同贸易效应，既可能产生替代，也可能产生互补。陈培茹和冼国明（2018）采

用 GMM 方法，利用 2007-2015 年的 184 个东道国的非平衡面板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资源

寻求型和效率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均能增强扩展边际的出口创造效应和集约边际的出口替代

效应；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会减弱扩展边际的出口创造效应和集约边际的出口替代效应。 

二是从投资类型出发，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贸易效应的影响取决于投资类型，水平

型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贸易产生替代效应，而垂直型投资则产生互补效应。Blonigen（2001）

利用日本汽车的制造业、零部件也对外直接投资和贸易数据，研究垂直型与水平型对外直接

投资对贸易的影响，得出垂直型对外直接投资具有贸易创造效应，而水平型则对贸易产生替

代效应。 

三是从产业结构角度出发，顾雪松等（2016）通过 108 个东道国 2003-2011 年的面板数

据，发现中国对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具有创造效应，随着母国与东道国产业结构差

异的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的创造效应增强。 

四是从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出发，认为对于资源丰裕型和发达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的

贸易促进作用较为显著，对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促进作用显著，但进口促进

作用不显著。柴庆春和胡添雨（2012）指出，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显著促进了

出口规模的扩大。张春萍（2012）根据资源丰裕度和经济发展程度差异将东道国划分为三类，

并利用 1996-2010 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进出口效应，且

当东道国为资源丰裕的国家时，创造效应最为明显。 

（二）关于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结构效应的研究 

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在关心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规模效应的同时，开始注重投资对贸

易结构等产生的影响。 



1. 贸易理论与贸易结构的决定 

关于国际贸易理论主要包括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和新新贸易理

论 4 方面。从古典贸易理论到新新贸易理论，体现出研究焦点从产业间贸易向产业内贸易、

产品内贸易的过度。 

古典贸易理论主要包括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和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这

两个经典理论均假设完全竞争市场、产品同质、规模报酬不变、生产要素在各国之间不流动

以及无贸易壁垒。斯密于 1776 年在《国富论》中提出绝对优势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各国间

存在的劳动生产率差异和生产成本决定了各国间的分工与贸易，生产技术是国际贸易结构的

主要决定因素。大卫·李嘉图于 1817 年在《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一书中提出比较优势理

论，并阐述技术差异是各国同一商品存在价格差别的基本原因，也是决定各国专门生产和出

口商品结构的基础。 

新古典贸易理论提出各国间的要素禀赋差异是国际贸易规模及其结构的决定性因素。基

于 H-O 理论的要素禀赋理论是新古典贸易理论的代表，最早是由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这一

理论认为，各国间要素禀赋的差异使要素价格产生差异，进而导致生产成本和商品价格的差

异，并决定各国的贸易结构。随后，一些学者又对要素禀赋理论进行了完善，斯托尔帕和萨

缪尔森于 1941 年提出了 S-S 定理，认为关税可能提高一国相对稀缺要素的实际收益；要素价

格均等化定理和雷布金斯基定理也对要素禀赋理论进行了拓展，提出要素禀赋的变化决定着

资源配置的变化，进而影响贸易结构发生改变。 

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产业内贸易不断扩大，并由此出现了基于市场结构变动和产品差

异化的新贸易理论。新要素贸易理论从技术差距和人力资本两个方面对要素禀赋理论进行了

修正和补充。首先，技术差距理论（Posner，1961）认为技术差距能够影响国际贸易结构。

作为生产要素的知识和技术决定了各国技术水平的差异，从而形成一国的技术优势；其它国

家模仿新技术的仿效时滞和接受新技术的反应时滞共同决定了比较优势和贸易结构。其次，

人力资本理论（Schultz，Becker 和 Arrow，1965）以及新经济增长理论（Roemer 和 Lucas，

1986）将人力资本的知识效应和溢出效应作为一国贸易结构、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之一。 

规模经济理论提出，生产规模的不同决定了一国出口商品结构。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

最先提出的规模经济和垄断竞争模型，有效解释了产业内贸易的现象。该理论假设市场不完

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且在垄断竞争行业中存在较多生产差异性产品的企业。在这种情况

下，一国只能专业化生产和出口行业中的一部分产品，并从其它国家进口同行业中的其余产

品，从而形成产业内贸易。一旦某国在生产某种产品上处于领先并扩大生产规模，便会进一

步降低生产成本，从而形成持续性国家优势，贸易结构更加稳固。 

随着国际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以企业为核心的新贸易模式对以往的国际贸易理论提出了

挑战。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假设企业是同质的，忽略了对贸易厂商异质特征的考察；新新贸易

理论的出现恰恰弥补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在微观领域研究的不足，并为最新的国际贸易模式

提供了理论支撑。伯纳德和詹森（2003）、梅里兹（2003）等提出了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基



于生产率差异视角对新的贸易模式和贸易格局进行了理论与实证研究，解释企业的出口决策，

探讨了异质性企业如何从事国际分工。 

2. 促进贸易结构升级视角 

学者主要从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产生影响，从而引发贸易结构转变的角

度展开研究。部分学者认为对外直接投资有助于提高母国高技术产品的进出口比重，促进贸

易结构升级。唐心智（2009）对 1982-2006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及贸易结构的数据进行实证

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商品结构具有明显的改善和促进作用。隋月红和赵

振华（2012）探讨了逆梯度对外直接投资的投资动机，并利用 2003-2009 年中国与 46 个国家

的双边投资和贸易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顺梯度和逆梯度对外直接投资均有助

于提升我国高技术产品的进出口比重，促进贸易结构升级。陈愉瑜（2012）对 1982-2010 年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及贸易的时间数列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滞后

二期对母国贸易结构变化有正向的影响作用。 

从国别差异看，对于发达国家投资和对发展中国家投资产生的贸易结构升级效应存在差

异。张春萍（2012）根据资源丰裕度和经济发展程度差异将中国对外投资的 18 个东道国分为

三类，并利用 1996-2010 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之间可能存在

的国别差异，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进出口创造效应，且当东道国为资源丰裕国家

时其创造效应最为明显。李杨和车丽波（2019）采用 2003-2016 年中国对 49 个国家贸易和投

资的面板数据，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对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显著降低资本品和技术

品的出口比重，提升初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而对发展中国家投资则显著提升资

本品和技术品的出口比重，对初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无显著影响。 

从我国地区差异看，东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结构改善效应最为明显。李夏玲和王

志华（2015）利用 2003-2013 年我国 25 个省份面板数据，对全国和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对

外直接投资的母国贸易结构效应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于母国贸易结构改

善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由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晚、规模较小，导致这种促进作用相对

较弱，且从区域差异看，东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结构改善的效应最为明显。 

3. 异质性投资动因视角 

异质性投资动因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结构的影响存在差异性。Markusen 和 Maskus（2001）

指出，以降低贸易成本、开拓东道国市场作为投资动机的对外投资企业，其对外直接投资与

本国出口贸易规模互为替代关系。Patrie（1994）通过研究发现，国际直接投资对本国贸易规

模的影响效应会随着投资动因类型改变而产生变化，以降低生产成本为目标的对外直接投资

对贸易的互补效应相比于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更强。 

刘海云等（2015）通过对中国 2003-2012 年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以获取资源为投资目

标的对外直接投资会减少母国初级产业产品的出口，并增加其进口量；而以获取研发技术资

源为投资目标的对外直接投资则会导致制造业产品进出口的双增加，即促进制造业内贸易规

模的扩张。 



刘新宇（2016）采用 2003-2014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

现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出口商品结构优化升级的正向作用贡献最大，显著提高了

中国高技术附加值商品的出口规模和比重。 

4. 中间产品占比视角 

有学者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对于最终产品的贸易具有替代作用，而对于中间产品的贸易则

具有促进作用。Head 和 Ries（2001）通过对日本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的研究

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的影响要根据产品的不同形式来分析。对最终产品投资而言，对

外直接投资与贸易是替代关系；但对于中间产品投资而言，对外直接投资会促进中间品的出

口贸易。 

陈俊聪和黄繁华（2014）基于 2003-2011 年我国对 40 个国家的投资和贸易数据，创建引

力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指出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具有明显的创造效应，可以显著拉

动我国零部件、机械设备等中间产品的出口，无论是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这种出口

带动作用都比较明显。 

5. 全球价值链视角 

随着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不断深化，一些学者开始从价值链的视角出发，关注对

外直接投资通过提升母国在全球价值分工体系中的地位，进而影响贸易产品结构。张宏和王

建（2013）通过分析跨国企业的直接投资进入模式和企业价值链升级的作用，指出我国的对

外直接投资具有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跨国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促进国内技术进步。 

刘斌等（2015）运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和世界投入产出表等数据，从企业和行业两个层

面分析对外直接投资的价值链升级效应，指出对外直接投资能够提升跨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

体系中的分工地位，促进跨国企业的产品升级和功能升级；多分支机构和研发加工型对外直

接投资更有利于企业价值链升级，投资发达国家有利于企业产品升级，而投资发展中国家更

有利于企业功能升级。 

聂明华和徐英杰（2016）通过梳理全球价值链理论及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机理

与存在性方面的文献，指出技术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可以通过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实现全球

价值链升级。 

杨连星和罗玉辉（2017）利用我国 2003-2013 年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数据建立模型，从

国家和行业两个层面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价值链升级的影响，指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能够现住地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但高新技术密集型行业的

对外直接投资对价值链升级的促进作用不显著。 

（三）关于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条件效应的研究 

除贸易规模和贸易结构外，贸易条件效应也是学者在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贸易效应

时关注的问题。相较于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对外直接投资对于贸易条件的改变相对复杂，



其影响可能是局部性和阶段性的。陈愉瑜（2012）基于 2006-2010 年我国 7 个细分行业的对

外直接投资和贸易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贸易条件改善，

而流量则加速了贸易条件恶化；但从对贸易条件的影响程度看，ODI 存量和流量都不是最主

要的因素，世界市场需求变化才是影响中国贸易条件指数变化的重要原因。 

曹玲（2013）研究 2001-2011 年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和贸易条件的变动，发现：首先，随

着投资额的上升，韩国价格贸易条件的略显恶化，但出口数量指数大幅上升，进而改善了韩

国的收入贸易条件；其次，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韩国出口商品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提

高了韩国单要素贸易条件指数；再次，进出口商品价格指数以及出口物量指数的变化，使韩

国获得的静态贸易利益的效率不高。因此，韩国的对外投资额不是越高越好，须有效控制对

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从提高投资的质量入手促进韩国对外经贸的发展。 

三、文献评述 

（一）关于研究内容的再思考 

已有文献从贸易、就业、产业发展、技术溢出等多方面探讨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综合

效应，研究成果丰富。有关对外直接投资母国贸易效应的研究既有理论探索，也有基于全球

主要经济体贸易投资数据的大量实证研究。早期的实证研究主要利用跨国公司的销售资料进

行，研究也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对外贸易（出口居多）之间的关系为主。

随着上世纪 70 年代后全球直接投资和贸易资料的健全与完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UNCTAD）的数据逐步成为实证检验的重要数据来源，时间序列分析开始增多，对外直接

投资与母国贸易关系的实证检验也进一步扩展到新兴经济体。上述研究为本文进一步研究中

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贸易效应奠定了分析基础，提供了有益思路。 

但已有研究存在如下两点不足：一是整体研究仍待丰富，探讨对外直接投资贸易规模效

应的文献多，探讨贸易结构效应、贸易条件效应的文献较少；基于发达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

现象的理论的研究多，基于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现象的理论研究少。二

是基于中国国情的现实研究仍不足，特别是基于新时期我国经济发展和对外投资新特点（由

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由资本净流入国转为资本净输出国），研究对外直接投资母国贸易

效应的文献较少。 

（二）关于实证研究方法的再思考 

自学者开始用实证方法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效应以来，研究资料不断健全，研究方

法不断更新，细分领域不断拓展。实证检验采用各种不同方法、不同数据来源，对不同时期

各国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对外贸易进行分析，结论各不相同。通过比较，对对外直接投资的

母国效应产生影响的原因大致分为如下三类： 

一是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效应与母国经济所处的不同阶段、不同时期有关。如，早期的

实证结论中，投资对母国出口的替代关系比较明显，而近年来的这种实证结果在不断减少。



当然，这也不排除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全球直接投资快速发展的影响。对发达工业化国

家来说，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作用也大不如前，所以发达工业化国家与母国经济的

研究，近年来开始从母国贸易效应转向母国就业效应等方面。与此同时，与母国贸易关系的

研究随着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活跃，以及近年新兴市场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

的快速发展，正在成为这些地区和国家经济研究的热点。 

二是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效应与母国跨国公司发展水平、投资动因和区位选择有关。从

已有的对各国与母国对外贸易的实证分析看，欧美国家的母国贸易效应存在明显差异。从行

业层面进行的实证研究也表明，不同行业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贸易效应亦存在差异，有的行

业是替代效应，而有的行业则是互补效应。但是，跨国公司全球直接投资除动因、类型变化

外，近年来区位选择也在不断变化，而大部分实证分析恰恰都没有考虑区位因素。 

三是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贸易效应是动态变化的，投资对贸易产生的替代效应或互补效

应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从长期趋势分析投资对母国对外贸

易的影响，不仅仅表现为母国出口的增长，还可能影响到母国贸易结构的变化。更进一步，

通过对外贸易还影响到国内的就业和收入水平变化，进而影响到国内的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

调整。这种贸易效应的传导机制是值得思考的。这些都为今后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可能的空

间。 

总体上，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对外贸易，在一定程度上与母国当时的经济发展阶段、对

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对外直接投资的类型有关。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亚洲新兴工业化国

家和地区，在比本国落后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并不会完全替代出口，反而对母国出口有促进

作用。随着时间的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贸易效应会有所变化，这种变化则往往与产业

不同、企业海外分支机构的存续时间长短有一定关系。因此，如果能结合母国企业国际化进

程对的母国贸易效应作动态研究和长期趋势分析，可能有更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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